
■李秀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所蕴
含的诸多核心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这诸多传统文
化理念中，“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张岱年
语），其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

一、“厚德载物”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精神
“厚德载物”作为一个词组虽然最早出现于《周易》，但

“德”的观念却早在数千年之前的文明初始阶段便已经产生
了。从字源上推测，“德”字当来源于远古先民对日月天体活
动规律的认知和总结，是人类认知自然、探索宇宙的集中体
现。在甲骨文中，“德”字写作 、 等形，从 从 ， 指行走、
道路， 则是太阳的拟人化，整个字作太阳在行走、运行之
状。远古时期，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故
普遍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都是有生命、有灵性
的。其中，太阳的东升西落、循环往复，既带来了光明和温暖，
又孕育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万事万物。而大地的深厚宽广和博
大富饶，则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屏障和场所空间。就这样，
德字在被创造之初，便具备了太阳、大地等天体神灵仁爱无
私、承载万物、敦厚宽广的品性和特质。

后来，德字在反复使用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规范、美善、光
明、正直、仁爱等多样内涵。如“感恩曰德”，“德谓善教”，“化育万
物谓之德”，“中庸之为德”，“孝敬忠信为吉德”，“德者，善美、正
大、光明、纯懿之称也”等。《尚书·洪范》将“正直、刚克、柔克”称为

“三德”，《周礼·地官》将“知、仁、圣、义、中、和”誉为“六德”，《左
传·昭公二十八年》则将“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等合称
为“九德”，并坚信只有“九德不愆”，才能“作事无悔”。

从中可知，“德”的内涵非常丰富，包罗万象，其内容至少
可总结为这样六个方面：温润敦敏的高尚品德、容纳天下的宽
阔胸襟、承载万物的济世情怀、不息不殆的奋斗精神、治国安
邦的行为准则和天地合一的发展理念等。这些多样内涵，便
使“厚德载物”理念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而深深影响了世代中华子民。著名思想家张岱年先生曾将

“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共同界定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
族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于1941年以《君子》为题，对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作了专题阐发。受其影响，清
华大学便直接将它们定为校训，并一直延用至今。

二、厚德载物、重德敬德、以德为先是中华文化的一贯精
神

《周易·坤卦》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
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德行敦厚，胸怀宽广，并进而包容诸象，
承载万物。与“自强不息”重在强调君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不
同，“厚德载物”主要体现了君子博大宽容和温敏敦厚的高尚
品质。这种以德为先、重德敬德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
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历代中华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各个场
合，都时刻表现出对德的尊崇和信奉。

为人以德，方能安身立命。“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
忠信也”（郭店楚简《六德》篇）。这说明圣、智、仁、义、忠、信等
都属于德的范畴，而它们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所谓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系辞上》）。儒家在完善自身德
行过程中，始终将仁视为个人道德的最高准则，并坚信“仁者
爱人”。一个人只有笃行仁道，对朋友有信，对君上有义，亲
亲、仁仁、敬德、好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泛爱他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
为政以德，方能国固邦宁。早在大禹执政之时，便要求各

级官吏必须具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
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等九种基本品德。这说明古人
很早便已认识到，治民者只有行事恭谨，处事柔和，待民和善，
公平正义，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坚持原则，善于协调，能力突
出，心地良善，才能实现国家大治。孔子曾指出，各级执政者
只有以德理政，百姓才会像众星辰拱卫北极星一样主动团结
在你身边，并听众你的号令，安于你的治理（《论语·为政》：“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一治政理念，后来
便成为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执政原则。

国家重德，方能世代昌盛。德还有“治国安民”“经世致
用”的功能，所谓“国之所以为者，德也”（《春秋繁露·保权
位》）；“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一个国家，
只有广施德行，以仁政安民，百姓乐治，政治清平，才能长治久
安。《管子·君臣上》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论语·颜渊》
载：“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只要最高统治者广施德政，以德
为先，爱民如子；各级官吏尚礼重德，以仁施政；普通民众安于
德教，谦和中正，国家便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可以说，“厚德载物”理念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
面，小到个人修身立命，大到国家治境安邦，都能随处见到其
身影。德的理念，崇德敬德的思想，已日益积淀为中华民族的
深层文化基因。

三、“厚德载物”理念的当代价值
随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接续不断的发展，中华文化也一

贯延续地连绵发展到今天。这其中，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所
积淀的众多精神内涵和价值理念，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
转化创新，直到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这其中，便
包括“厚德载物”理念。

为政以德、德刑相辅的思想，为当今以德治国和精神文明建
设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支撑。当今社会，伴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
济的高速发展，追求功利、强化收益、讲究感观享受、无视规则、道
德滑坡等现象日益严重，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工作任重道远。
对此，我党适时提出了以德治国、并将其与以法治国紧密结合起
来的治国方略，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和精神培育，大力完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德治国的方略，正是对传统
文化中重德传统和尚德理念的接续发展和转化创新。

以德抚民、和合万邦的思想，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
充足的动力支持。在汉唐时期，执政者本着开放包容的心态，
对异域文化广泛吸收，积极引入，从名马美酒到声乐歌舞，从科
技创新到思想文化，无不以强大的魄力和闳放的气度兼而收
之，并借此改造和完善本民族文化，从而迎来了中华文化发展
的高峰。目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大业中，这些“厚德
载物”、和合万邦的理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

敬天重德、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不是需要人类征
服的对象，而是人类赖以生存、需要以德抚之的重要载体。人
类在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循先王之德教，与天地合其德，不涸
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充分遵循自然规律；并注重节用资源，取
物以时，弛张有度，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有效维护生态系
统，乐天保天下，彼此和谐发展。这种爱物、惜物和德化万物
的思想，与当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完全
相通的，故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
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包括“厚德载物”在内的
诸多传统文化精神，“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
合性”。我们应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深入挖掘其丰富
内涵，加快其转化创新步伐，从而更好地资古鉴今，古为今用。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
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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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不断推动政德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王学斌

三国蜀汉政治家诸葛亮曾主张治国理政“务在举贤”，“为人
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如此方是正确选拔人才之法。可见选
人用人自古便是传统吏治的关键内容。就吏治问题而言，我国历
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素材，悉心梳理，古今对比，鉴其得，察其失，可
为当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一些颇值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
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恰如东
汉学者王符所形容的，“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

回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变迁，人才往往是第一位的因素。汉
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所在便是得
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
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
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无独有偶，唐代盛世局面的出现，也多与政府善于得人密切
相关。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用人唯贤，于是决策时有房谋杜断，纳
谏时有魏徵、马周，用兵时有李靖、秦琼，集一时之贤能，迎来了贞
观之治。唐玄宗延续太宗之风，在吏治方面严加整饬，善用良材，
先后任命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诸人为相，朝局趋于稳定，堪为
古代治世的典范。

与此同时，值得后人深思的是，盛唐走向衰落，也与人才使用
密切相关。玄宗执政后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佞相乱臣，危机
暗中累积滋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政局混乱不堪，“洛阳宫殿烧焚
尽，宗庙新除狐兔穴”，百姓流离失所，“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
今流血”。难怪杜甫哀叹“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人
才关乎国运兴衰，关乎事业成败，“为政亦多务实, 唯用贤为国之大
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

用人之要，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
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
不相称，让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
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这实际上提出
了为政者该如何权衡官吏德行与才干关系的命题。

降至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开篇就借春秋末年晋
国荀瑶（时人尊称智伯）覆亡的教训，对德才关系进行了系统讨论。
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才华出众，但德行有亏，
走向绝路纯属咎由自取。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者堪称“圣
人”，有德才弱者是“君子”，有才无德者视之为“小人”，无德无才者只
能归为“愚人”。众所周知，在古人心中，圣人不常有，但用人问题一
直存在，所以一旦遭遇人事任免提拔，“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
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今人看来，这种宁要无能之辈，不用有才
之人的作法，恐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事业的进行。然而，司马光此
主张的背后，有着更为深沉的忧虑与思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
之帅也。”才干，是德行的辅助资本，德行，是才干的中心统帅。二者
合则双美，分离却未必两伤。因为德行胜过才干之人，他至少是个君
子，如果才干盖过德行，他便是“挟才以为恶”的小人，其后果不堪设
想。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大多“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
矣”，荀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言及此处，司马光又补上一句，希
望主政者在用人方面，“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真正拿捏清楚
德才二者的关系。可惜历来统治者往往难辨善恶，重用小人，政局最
终无可收拾。是故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观点的提出，透
露着他阅尽前史后的清醒与无奈。

由此可见，选用干部，“要严把德才标准”。倘若干部缺乏必
要的政治品德和个人私德，势必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深意所
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方堪重任。这也是我们党一
直以来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

选拔人才只是选人用人工作的一个环节，对于符合德才标准
的干部，组织一要用人不疑，增强他们对组织的信任与认同。唐代
诗人白居易认为唐太宗能够延揽天下英才，秘诀即“速在推心置人
腹。”二要善于培养，对于缺乏实践经历的干部，创造机会让他们

“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对于
在实际工作中倍感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干部，“要加快干部知识
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
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最终形成物
色人才、培植人才、储备人才、考察人才的良性循环与相互反哺。

任人之要，各得其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大略》中
关于人才类型与处理的思路，颇值我们参考。该篇认为国之人

才，“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
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言
行一致、德才兼备者，一国之内并不多见，这是担负重任的宝贝；
言词木讷、做事正直者，属于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这是值得信赖
的重器；讲求德行、拙于实践者，也能为国家发展贡献一份绵力，
这是可供使用的力量。而那种当面说得天花乱坠、背后做事龌龊
不堪的“两面人”，须时时警惕，这是影响国家大计的妖孽。正基
于此，主政者应“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既然干部能力有大有小，专长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使用时应
“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人岗相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
举。如战国时魏武侯任命孟尝君田文做国相。这一人事安排，令
同在魏国为官的能臣吴起很不服气。一日吴起跑来与田文当面对
质，问道：“我想与你比一比能力和功劳，可以吗？”田文爽快回答：

“可以。”于是吴问：“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效命，令敌国不敢
图谋魏国，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强？”田文坦言：“我不如你。”吴起
接着问：“管理文武百官，处理诸多公务，让百姓亲附，让府库充足，
这方面你和我比，谁更在行？”田文继续坦言：“我不如你。”吴起不
依不饶又问：“我曾经拒守西河令秦国军队不敢东犯，令韩国、赵国
慑于军威归顺服从，你和我比，谁功劳更大？”田文还是回答：“我不
如你。”三轮问答作罢，表面上看，论武功、论文治、论功绩，田文都
输给吴起，二者差距似乎很大。吴起越想越气，责问道：“既然这三
方面你都不如我，可是你却出任相国，职位在我之上，岂有此理！”

田文并未被吴起的气势吓倒，他极其淡定地说出了其中的缘
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
之于我乎？”旧君主刚刚去世，新君主年纪尚轻，大臣不亲附，百姓
不信任，处于这么一个权力交接、局势微妙的过渡期，你说国之政
事交给谁更合适？听完此话，吴起沉默了许久，开口承认：“确实
应该托付给你啊。”

吴起之所以自愧不如，就在于虽然论文韬武略，田文稍逊一
筹，但是他所展现的胸襟与涵养，正是一名大政治家所独有的格局
与素质。看似不显山露水，实则厚重沉稳，危机四伏、形势莫测之
际，恰恰需要田文这样的人方能掌控大局，慑服众人。两相比较，
吴起才能堪称翘楚，但沉稳不足、德行不够，田文表面不高明，暗藏
大智慧，一是“国器”，一是“国宝”，角色不同，功能各异，身处位置
恰如其分。魏武侯知人善任，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值得我们思考。

人才能力各异，况且受各种因素限制，往往被发现时间不免
有先有后，因此选拔人才常需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广开进贤之
路。 战国时荀子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任用贤能不能完全论
资排辈。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批评当时官场“累日以取贵，积
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可见完全依凭资历升迁，
政坛没了动力，官德每况愈下。唐太宗认为“吾为官择人, 惟才
是与。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 襄邑王神通是也;如其有才, 虽仇
不弃, 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 非亲私也”。提拔任命官员，应不
讲关系亲疏，勿论私人恩怨，视其能力水平高低来予以相应的职
务。到了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更是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
一格降人才”的呼吁，希望主政者能破除一切用人思路上的痼弊
陈规，保证人才各得其所，施展所长。不难发现，荀子、汉武帝、唐
太宗、龚自珍所身处的时代，都是社会剧烈转型的大变革阶段，因
此他们对人才的渴望尤为急切，更需要破除常规使用人才。东晋
学者葛洪在总结汉代用人经验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锐锋产乎
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是以不可以
父母限重华，不可以祖祢量卫、霍也。”锐利的刀锋取材于山中重
石，炽热的烈焰借助于钻木取火，名贵的珍珠包裹在不名一钱的
蛤蚌中，精美的玉石深藏在粗糙斑驳的璞石里，是故不因父母的
德行地位而限制儿孙的前程，也不因卫青、霍去病的低下身份而
无视他们的才干。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都是私生子，因出身问
题自小为人家奴，供人驱使。不过时值征伐匈奴的用兵之际，汉
武帝慧眼识英才，于众人之中超擢卫、霍二人，委以重任抗击匈
奴，从而立下不世之勋。这种做法，既实现了人尽其才，又产生了
正向激励效应，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有其独到之处。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蕴含着丰富
的吏治实践与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些思想和做
法“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
注意的”。因此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干部
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依
据当今世情国情党情，对于古代吏治问题要进行批判性继承、创
造性转化，我们应注重提炼古代吏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善于发掘
传统制度精神的合理内核，辩证对待，为我所用，以识才的慧眼、
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
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
主任、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尼山学者）

治国之道，任人唯贤

■宋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天下为公”等十个词汇，
来概括中国人民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
观。这些观念源自先民的社会实践所提炼出的智慧，记载在中华原
典之中，通过经学、教化得以代代传承，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
的文化根源，也是今天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十个词汇
中，“自强不息”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它所展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的一种基本精神，也是我们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危机而生生
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1914年冬，著名学者梁任公先生应邀为清华
学校学生讲演，题目为《君子》，他以乾坤两卦的大象传为契入点，阐
释君子精神。《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云：“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就“自强不息”阐释说：“乾象言，君子自励
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才智如董子，犹云勉强学
问。《中庸》亦曰，或勉强而行之。人非上圣，其求学之道，非勉强不得
入于自然。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
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世，犹舟
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此后清华大学便将此八字作为校训。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更
是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视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良有以也。

古代中国秉持“一个世界”的宇宙观，因此看待天地自然往往
有一种“德性自然观”和“观象比德”思维。而《周易》则集中体现了
这样的文化特征。四库馆臣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
也。”这种“推天道以明人事”就是“观象比德”的一种目的。这种思
维在孔子那里得到了继承与自觉。《礼运》所谓“圣人作则，必以天
地为本”一语正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中“唯天为大，唯尧则
之”也是同样的意思。人道，尤其是以礼为核心的为政之道，都是
效法天道而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自强不息”正是先哲
通过对天道的观察、体悟而用来确立人道的。这一点我们在《孔子
家语·大婚解》中得到印证。鲁哀公向孔子提出一个问题：“君子何
贵乎天道也？”孔子的回答是：“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
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
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段话，其实完全已经对“自强不息”的天道
意蕴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基于此，孔子在谈到君子的品质时，就有
了“自强不息”这一条。据《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认为：“所谓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

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这是在
《易传》之外，我们看到明确记载为孔子之语的“自强不息”，由此我
们更有理由相信孔子与《易传》的密切关联。

其实，孔子一生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践行者。他自述：“吾
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的一生经历了若干阶段：“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所印证的就是“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的古语。我们阅读《孔子世家》，观赏《孔子圣迹图》，他一
生的苦难和困境，不可谓不多。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以一种

“自强不息”的精神，求学、闻道、弘道，达到了那样一种“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的生命境界。这样的生命历程，就是不断进德修业，不
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向来重视生命的学
问。孔子用自己的一生展现的就是一个“即凡而圣”的不断自我跃
升、不断自强不息的生命画卷，为后世儒者提供了“师表”。

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所展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随着儒
学作为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也随着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
型塑，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
历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血雨腥风、惊涛骇浪。尤其
是近代以来，国势衰微，神州陆沉，外国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民
族危机达到极点。但是中国人没有就此而消沉，反而激发出更加
坚定的家国情怀，更加顽强的斗争精神，实现了民族的解放，进而
不断地推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激发出的
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今天，不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更大的共同体而言，依然会
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竞争、各种压力、各种挑战。如何
正确认识这些竞争、压力和挑战，是我们能否战胜挑战的前提。
真正具有中国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奢望没有竞争、压力和挑战的
生活。他们所致力解决的是，如何应对之、化解之。所以，“躺平”
从来不是最佳的选择，而常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自暴自弃。通过应
对挑战而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是那些成功人士的秘籍。个人如
此，国家同样如此。今天，我们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有险滩暗礁，
仍有可能会遭遇狂风暴雨，这更需要我们深刻领会自强不息的时
代意义，才能形成一往无前的勇气，指引我们坚定前行。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教授，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

■张梧

蕴含天人合一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天
人合一理念，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
的认识和看法，即天道与人道的内在统一，自然与人事的相互
贯通，一切人类活动均应顺乎自然规律，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中华民族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整全视野看待自
然，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平和心态尊重自然，以“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利用自然。进入新时代，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离不开对中华文明天人合一
理念的充分汲取与现代转化。

天人合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华文化源泉。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高度和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大局出发，创造性提出一
系列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华文化
与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天人合一等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主张“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源，遵循共
同的法则，并且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整体观的基
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大论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
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生命之母，大自然是包
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等等，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天人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结合
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
明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高
度统一视为共产主义的鲜明特征，“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
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
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
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
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强
调，“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
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
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
界中”。人类活动一旦违背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必将遭到自然
界的报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这些观点与中华文明
的天人合一理念相互融通。中华文明始终坚持“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生理念，追求“仁者浑然与万物
同体”的和谐境界，强调敬天保民、重农顺时等朴素的生态观
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导地位，诞生于
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理念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焕生
机；只有立足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理论就能在中华大地根深叶茂。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

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时至今日仍然是建立在“人口少、
能耗高”的基础之上。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建
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
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
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收紧的条
件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继承发
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生态智慧。中国式现代化
之所以能坚决摒弃敌视自然、破坏自然的传统模式，就是因为
中华文明蕴含着敬畏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智慧。踏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应当自觉借鉴中华
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按照“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重大理
念，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坚信，传承千
年、生生不息的天人合一传统，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的
中国智慧。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问题是全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性生态
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迫在眉睫，能源危机等生态资
源制约日益加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
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
重要启示”，其中就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弘扬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
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
态理念，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牢牢占据可持续发展的道义
高地，彰显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
领者的地位和作用。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有助
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凝聚起
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力。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
的生态理念，有助于推动全球各大文明在生态问题上的交流互
鉴、凝聚共识，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生态文明日益成为超越
意识形态、打破文明隔阂、跨越国家边境的全人类共同关切问
题和最大交流平台。越是在西方各国高筑“绿色壁垒”之时，越
是要发挥中国引领绿色发展的全球领导力。传承弘扬中华文
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责无旁贷，正当其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只有保持天人合
一的文化底色，才能让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只有汲
取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才能让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
展的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只有赓续天人合一的先人智慧，才
能实现永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只有光大天人合一的中国精
神，才能让建设美丽中国与保护地球家园并行不悖。古老的天
人合一理念，依旧闪烁着熠熠生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
院尼山学者）

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中华智慧


